
【摘要】 学前阶段重大疾病等健康逆境可能成为青少年软技能发展的沉

默风险。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6220名初中生数据，在生命历程视域下检

验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学前阶段经历

重大疾病等健康逆境的儿童，其自我效能、情绪调节与学校适应比分别下降

3.2－5.7分，倾向得分匹配后效应依旧显著。自评健康状况、青少年住院经

历与同伴上进程度三个中介变量在学前阶段健康逆境与青少年非认知能力

之间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发现拓展了“生物延滞－社会心理”

双通路框架，提示应在学前阶段强化健康筛查与康复干预，完善住院学业补

偿与同伴支持网络，本研究为儿童发展政策由“保生存”转向“促全面发展”提

供了经验依据。

【关键词】学前阶段 健康逆境 青少年 非认知能力

一、问题提出

早期环境对个体人格特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奠基性影响。多项纵向研究表明，学前阶段

遭遇不利事件会促发儿童形成关于他人、社会互动及资源可得性的消极心理图式，进而在成

年期体现为较低的宜人性、更高的愤怒/攻击倾向以及对外在激励的高度依赖——这被视为

对逆境的一种（过度）补偿性适应。在众多逆境类型中，健康逆境（如重大疾病、长期慢性病和

严重营养障碍等）因同时涉及生理、心理与社会多重维度，被认为破坏性最强［1］。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逾300万5岁以下儿童需接受重症住院治疗，且病例主要集中在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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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国家［2］。可见，健康逆境已成为学前阶段保育与干预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

神经科学与发展心理学进一步指出，0－6岁是神经可塑性最高的关键窗口，在此阶段实

施综合性的生物—心理—社会干预，可显著降低远期损伤并增强发展弹性［3－4］。然而，相较

于欧美的大规模纵向随访，国内关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长期后果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文献

多聚焦于认知缺陷或体格发育［5］，而对跨阶段、跨领域影响的考察有限，尤其忽视了非认知能

力——包括自我效能、情绪调节与学校适应——这一被反复证明能预测教育成就与劳动市场

表现的关键软技能［6－8］。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学前阶段健康逆境是否显著削弱青少年时

期的非认知能力？第二，若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为何？为回答这两大问题，本研究将自评健

康与同伴上进程度设定为关键路径变量，用以揭示健康逆境的生物—心理—社会交互机制。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生命历程健康发展模型［9］与社会认知理论［10］融合，借助我国大样

本数据补足本土情境下健康逆境研究的机制缺口，并通过描绘“健康逆境—非认知能力”链

条，丰富软技能形成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可为学前教育机构及基层医疗系统提供循证依据，

优化早期筛查、康复训练与融合教育策略；同时，为医保、家庭支持与校园心理干预政策制定

提供量化参考，助力我国儿童发展政策由“保生存”向“促全面发展”转型。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发生率、地域差异与时间趋势

健康逆境通常指个体早期遭遇严重健康问题（如重大疾病、长期慢性病等）所带来的不利

经历。这类逆境虽非心理创伤，但同样违背儿童成长的预期环境，对大脑和心理发育提出了挑

战［11］。尽管中国学前儿童整体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但各类健康逆境的存量仍不容忽视［12］。在

重大疾病方面，传染病和先天疾病是学前阶段儿童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虽然适龄儿童

各类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接近或超过99%，已经使麻疹、乙脑等重大传染病的发病率降

至极低水平（2020年分别为0.06/10万和0.02/10万），但新发及季节性病原依旧对学前儿童构

成威胁：2008－2015 年0－14 岁法定传染病总发病率由280/10万降至162/10万，但2017 年因

流行性腮腺炎与季节性流感反弹至242/10万［13］；手足口病年均发病率约1.2‰，并持续造成每

年350－900例死亡。先天缺陷与慢性疾病同样高负担。虽然严重致残性出生缺陷发生率自

2010 年的17.47/万降至2020 年的10.40/万，但绝对病例数仍巨大［14］。0－14岁儿童恶性肿瘤

的年龄标化发病率约87.1/100万，2000－2010年年均上升2.8%，白血病、脑肿瘤与淋巴瘤位列

前三［15］，该趋势被认为既反映了诊断率的提高，也与环境污染加重相关。医疗可及性提升虽

显著提高了疾病救治率，但也意味着大量幼儿经历住院应激。2022年全国居民年住院率

17.5%，推算学前人群年住院率数十人次/千人；肺炎仍为首位住院原因——苏州基于医院人

群的研究报告显示，5岁以下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率为每千名儿童每年130.08例，其中

2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更高，可达到每千名儿童每年176.84例，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0%的儿童

可能罹患肺炎，部分患儿甚至需住院接受治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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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阶段儿童的健康逆境呈现广泛的区域与时间差异。从城乡对比来看，2020 年农村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8.9‰，为城市（4.4‰）的两倍多。农村儿童更易暴露于营养不良、慢性病

管理不足和急救资源匮乏的叠加风险。同年，东、中、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4.1‰、6.6‰、10.6‰，呈阶梯式分布［17］；西部欠发达地区妇幼保健资源不足导致重大疾病致残

与死亡风险最高。城市地区儿童肿瘤报告率略高，部分归因于诊断系统完善［18］。通过横向

比较也发现，西部和农村地区儿童生长迟缓与贫血率明显高于东部城市，突显社会经济差

异对健康逆境负担的影响［19］。中央财政近年来持续加大对中西部妇幼投入，截至2022 年，

妇幼保健机构增至3031 家，儿科医师22.6 万人，但区域可及性鸿沟短期难完全弥合［20］。从

时间序列看，学前儿童总体健康逆境呈“传统威胁下降、结构性新负担上升”的变迁格局。

1991—2022 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61‰降至6.8‰，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新生儿破伤

风等致命威胁显著削减。然而，随着生活方式与暴露谱的转变，超重肥胖等非传染性问题

快速上升，例如0－5岁儿童超重率已超8%，且呈持续攀升趋势。慢性呼吸疾病、孤独症谱

系障碍等报告病例数在近十年翻倍增长，这既受诊断敏感度提升推动，也反映了环境与行

为危险因素的累积［21］。

总的来看，中国学前儿童健康逆境呈现“总量下降、构成更迭、分布不均”的流行病学图

景：疫苗可有效预防各类常见传染病，营养缺乏与外伤等传统威胁也得到显著缓解；但慢性

病、发育障碍与心理问题渐成主流负担，并与城乡及区域社会经济梯度高度耦合。上述情况

提示，学前阶段的健康保护策略需由“保生存”迈向“促发展”，在巩固基本公共卫生成果的同

时，更加关注慢性病与心理逆境对儿童长期功能与非认知能力的潜在损耗。

（二）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学前阶段的健康逆境被大量研究视为影响个体跨阶段发展的“沉默风险因子”，其负向效

应可从认知系统一路延伸至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与社会功能［22－23］。在认知领域，生理应激与

营养缺口会削弱神经可塑性，使突触形成受阻，从而损害语言、执行功能与工作记忆［24］。经

典自然实验证据显示，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造成的早期营养冲击，使受灾出生队列在成

年期表现出更矮身高、劳动收入下降与教育年限缩短［25］；该效应被归因于饥荒对胎儿及学

前阶段儿童脑发育的不可逆损伤［26］。常见的急性和慢性疾病同样会通过缺课、注意力分

散等过程显著拉低学业成就；纵向证据显示，哮喘或癫痫患儿的认知测验得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27］。据此，学者提出了“生物—教育双路径模型”，指出健康逆境既直接抑制神经发

育，又通过限制教育机会放大认知差距［28］。在心理健康方面，系统综述对8类儿科慢性病

的随访发现，童年躯体病史与成年抑郁和焦虑风险分别增加31%与47%［29］；荟萃分析进一

步指出，癌症、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强度医疗事件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检出率高

达20%［30］。机制研究揭示，慢性炎症激活 HPA 轴，导致皮质醇水平异常，易形成焦虑易感

性，同时长期住院与疼痛经历会削弱儿童的控制感，诱发自卑与孤独［31］。中国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也显示，慢性病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出普通群体约10个百分点，且伴随更高社

交焦虑。若缺乏早期心理干预，这些症状往往会在青少年时期加剧，影响学校与同伴功

能；而高质量的社会支持可通过提升心理弹性部分抵消逆境效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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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与人格层面，健康逆境通过“生理痛苦—情绪调节受损”链条催生注意力缺陷、冲动

与攻击行为［33］。长期住院剥夺了儿童正常的同伴互动与挫折训练机会，降低了儿童的意志力

和坚持性；多病史儿童呈现更高的外部动机依赖及规范违背倾向，被视为对早期无力感的补偿

性反应［34］。此外，身体差异与功能受限常导致同伴排斥，使患儿发展出退缩或对抗性社交策

略。多国队列研究发现，慢性病组青少年的行为问题评分比健康组高0.3－0.5个标准差，并显

著预测成年期就业不稳定［35］。社会适应的后果也不可忽视。由于缺勤与隔离，慢性病儿童的

社交技能发展受限；随访数据显示，15岁时慢性病组的朋辈支持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主观孤独

感更强［36］。疾病标签化易损害自尊并阻碍自我同一性发展，慢性病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平均

低于健康组0.4个标准差，且对外部照料依赖度更高。家庭经济和情绪压力在疾病背景下同向

增加，进一步削弱养育敏感性和社会资本投入［37］。在国内样本中，具有重大疾病史的学生担任

班级职务和获得竞赛奖励的概率分别低于健康同学35%和28%，即便控制认知能力和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后仍显著［38］。

综合这些多维证据可构建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学前阶段健康逆境通过生物途径直接损害脑

发育，经心理途径增强应激易感性，经社会途径降低资源和互动机会，三者交互塑造了认知、情

绪及行为系统的长期弱势，并在青少年时期外显为低自我效能、情绪调节困难与学校适应不良

等非认知缺口［39］。这些缺口进一步压低教育与劳动市场回报，形成代际累积的劣势。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总体非认知能力水平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

境的青少年。

假设1a：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境的青

少年。

假设1b: 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情绪调节能力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境的青

少年。

假设1c: 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学校适应水平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境的青

少年。

（三）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机制

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通过何种路径影响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本研究将聚焦于“生物

延滞”和“社会心理”两大机制。第一，学前阶段健康逆境通过“生物延滞效应”持续影响青少

年的身体健康，进而间接削弱非认知能力。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显示，与未患慢性病的学前

儿童相比，早期罹患慢性病儿童在10－17岁阶段的年均住院率高出2.1倍［40］，世卫组织多国

数据亦报告风险比介于1.8－3.4［41］。慢性病持续活跃、并发症频发及器官功能储备不足是造

成高住院率的主要原因。例如，早期哮喘可通过气道重塑导致青春期急性恶化；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在青春期因心肌负荷增加出现再手术需求；早期营养不良则增加感染易感性并引发免

疫紊乱［42］。这可能归因于早期疾病导致的长期生理损害，如神经发育异常和免疫系统功能

的削弱，这些因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累积，从而导致青少年更高的健康脆弱性。此外，频

繁住院本身是一种叠加逆境。一方面，它导致长期缺课，削弱儿童对课堂内容的连贯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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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参与感；教育部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指出，连续缺课超过三周的学生，其语数成绩均值

低0.37个标准差［43］。另一方面，住院隔离减少与同伴高质量互动的机会。世卫组织的调查

（2022）显示，住院儿童平均每日与同伴互动时间不足30分钟，远低于健康同龄人的大于3小

时。再者，医疗程序的疼痛与不可控体验会在杏仁核—前额叶环路中形成高反应性记忆，成

为青春期冲动控制与情绪波动的神经基础。结合高投入的应试环境，住院缺课带来的学业落

后感会推升焦虑水平，进一步损伤自我效能与情绪调节能力［44］。

第二，学前阶段健康逆境不仅在生物层面产生直接损伤，还会通过改变青少年的社会互

动与心理环境，间接塑造其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轨迹。慢性疾病或功能受限常使儿童的生活经

历偏离同龄常模，进而引发同伴交往模式的改变和社会标签化等一系列社会心理连锁反

应。综合多国样本的荟萃分析发现，患有慢性健康问题的儿童遭受同伴欺凌和孤立的风险

显著高于健康儿童［45］。学校场景下的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慢性病或残障学生更易在课堂

与课外活动中经历戏弄、嘲笑，甚至被故意排斥。全球监测数据显示，约21%的慢性病儿童

报告曾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或欺负。在中国情境下，长期患病青少年因生长发育受

限、请假休学频繁，学业与体育表现普遍落后于同龄人，进而在同伴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

更易被“支配”与排斥［46］。基于外表或能力差异，身体上显得“异样”的个体（如过于瘦弱、行

动不便等）常成为被排斥和羞辱的对象。同伴欺凌与负性互动会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造

成严重打击——被欺负的孩子往往自尊受挫、情绪易失控，并对学校环境产生恐惧，导致学

校适应显著下降［47］。如果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导致患病学生与同伴关系疏离，其微社会网络

可能呈现“低上进—高排斥”特征：班级学习动机与合作氛围不足，欺凌事件频发。与之相对，

高上进同伴网络可显著降低患病学生焦虑与抑郁风险，并提升其学习投入。一旦同伴网络缺

乏学业目标或整体氛围消极，健康逆境的负效应便会被放大：排斥经历进一步削弱情绪调节

与学校适应，形成“互动匮乏—自尊受损—非认知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2：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会增加青少年的住院经历，进而降低其非认知能力。

假设3：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会降低青少年同伴上进程度，进而降低其非认知能力。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初中阶段

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CEPS为全国性大规模纵向调查，CEPS（2013－2014）采用多阶段概

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设计，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

查起点，并以县域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在全国随机抽取28个县

（区）作为调查点。随后以学校为抽样单位，在入选县（区）中随机抽取112所初级中学、438个班

级实施调查，被抽中的班级学生全体入样。在剔除一些重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基于

6220名学生的样本，进行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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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计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将CEPS中“上小学前生过大病”这一问题作为

判定标准，并以“是否在小学前经历过重大疾病”构造二元变量（0=否，1=是）。

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非认知能力”。鉴于大五人格量表在衡量非认知特质方面具有公认的

通用性和较高信度，本文参照既有研究路径，将该量表条目与 CEPS 问卷对应题项进行匹配，并

从三个维度对非认知能力进行操作化：自我效能感知、学校适应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48－49］。对

三个变量的操作性测量如下。

在自我效能感知方面，CEPS询问了学生：“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

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回答选项为“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比较同意

=3，完全同意=4”；在学校适应能力方面，CEPS询问了学生：“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

“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切”“班上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以及“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

组织的活动”，回答选项同上；在情绪调节能力方面，CEPS询问了学生“过去7天是否感到沮

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意思、悲伤？”，回答选项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

是”。上述三个维度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57，0.829和 0.884，显示了较好的测量信度。

本研究将每项能力对应的题目得分进行汇总后取平均值，得到该能力的原始均值；随后，为

保证各维度在得分上的可比性，将上述均值转换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Z分数，并线性转

换为0－100的连续指标。

3. 中介变量

根据前文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的探讨，本研究选择的中介变量为青少年期是否住院、自

评健康和同伴上进程度，具体选取的测量指标如下：在是否住院方面，CEPS询问了学生“过去的

一年中，你有没有住过院？”，回答选项为“有=1，没有=0”；在自评健康方面，CEPS询问了学生“你

现在的整体健康情况如何？”，回答选项为“1=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在同伴上进程度方面，参照吴愈晓和黄超的研究，将被调查者好朋友的上进行为与后进行为之

比操作化为同伴上进程度［50］。CEPS询问了被调查学生好朋友的上进或后进行为，选取了三类

上进行为（包括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和想上大学）和三类后进行为（包括逃课旷课逃学、

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和经常去网吧游戏厅）。要求根据好朋友的实际情况，针对每一类行为，在

“没有这样的”“一到二个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将三类上进行为加总，得

到取值范围为3－9的“上进朋友”变量；将三类后进行为加总，得到取值范围为3－9的“后进朋

友”变量，将同伴上进程度操作化为上进朋友与后进朋友之比。

4.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在个体基本特

征方面，包括学生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出生体重（较轻或较重=0，正常=1）和学生户口类型

（外县/区为1，本县/区为0）、是否上过幼儿园（是为1，否为0）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家庭作为个

体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家庭的基本特征也会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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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取值为0－19，分别代表从

“未上学”到“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取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个）和家庭经济状况（取值

为1－5，分别代表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期望(转化为父母期

望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年限，取值9－22，分别代表“现在就不读了”到“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程

度，取较高的一个）；父亲职业和母亲职业（技术和管理类=1，其他类=0）；兄弟姐妹数量（连续变

量）、学前隔代抚养（是=1，否=0）以及学前家庭经济状况（取值为1－5，分别代表从“非常困难”

到“很富裕”的家庭经济状况）等。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

自我效能感知

学校适应能力

情绪调节能力

青少年是否住院

自评健康

同伴上进程度

学生性别

出生体重

户口类型

是否上过幼儿园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教育期望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兄弟姐妹数量

学前隔代抚养

学前家庭经济状况

平均值

0.168

67.841

70.880

27.873

0.082

4.051

2.274

0.514

0.766

0.548

1.202

10.745

2.915

16.902

0.181

0.133

1.332

0.265

2.816

标准差

0.374

21.384

23.546

20.332

0.274

0.899

0.658

0.500

0.423

0.498

0.401

3.056

0.589

3.139

0.385

0.339

0.668

0.441

0.599

最小值

0.000

1.000

1.000

1.000

0.000

1.000

0.33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9.000

0.000

0.000

1.000

0.000

1.000

最大值

1

100

100

100

1

5

3

1

1

1

1

19

5

22

1

1

5

1

5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两类分析

方法。首先，在控制学生个体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基础上，应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OLS）评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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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其次，考虑到健康逆境的发生并

非随机且可能与一系列可观测特征相关，为减少样本选择偏误，进一步构建倾向得分模型：以是

否经历学前重大疾病为因变量，利用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框架估计每名学生的遭遇概率；随后

在共同支持域内分别实施最近邻、半径与核匹配，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控制变量分布上的平

衡性，并据此计算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最后，在确认主效应稳健后，研究继续采用经典

三步法结合bootstrap（N=1000）检验链式中介效应，以揭示青少年住院经历和同伴上进程度在

“健康逆境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关系中的内在传导机制。

四、分析结果

（一）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OLS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三项非认知能力均产

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个体和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后，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

自我效能感知得分平均降低3.24分（β=－3.235，p<0.001），学校适应能力降低幅度最大，达5.74

分（β=－5.740，p<0.001），情绪调节能力亦降低3.46分（β=－3.459，p<0.001）。由此可见，学前

阶段健康冲击不仅削弱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还在学习情境的融入与情绪管理两方面造成更

为明显的劣势。

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在三个维度上呈现方向相反的效应：男性学生的自我效能与学校适

应显著高于女性（分别提高2.26与1.42分），但其情绪调节能力显著较差（降低3.23分），与国内

关于性别差异的既有发现一致。出生体重正常与较高家庭经济状况均对三项能力有正向推动，

其中家庭经济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非认知能力得分平均提高1.25－2.53分，凸显早期资源对

软技能的长期积累效应。父母教育期望在自我效能与情绪调节维度显著为正，说明“高期待”能

够通过激励与支持机制促进子女自信与情绪管理；学前隔代抚养则在所有模型中保持负向且显

著，暗示缺位的父母陪伴难以提供足够的情感与行为指导，放大了健康逆境的不利效应。综合

而言，OLS结果为假设1及其子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表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使青少年阶段留

下显著而广泛的非认知缺口，且缺口在“外显”学校适应维度上尤为突出。

表2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OLS）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

学生性别

出生体重

自我效能感知

－3.235***

（0.684）

2.259***

（0.512）

1.266**

（0.613）

学校适应能力

－5.740***

（0.639）

1.424***

（0.480）

2.787***

（0.574）

情绪调节能力

－3.459***

（0.757）

－3.231***

（0.567）

2.206***

（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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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前家庭经济

是否上过幼儿园

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程度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家庭经济水平

兄弟姐妹数量

户口类型

学前隔代抚养

常量

观测值

调整后的R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自我效能感知

1.245***

（0.480）

－0.441

（0.615）

0.626***

（0.081）

0.661***

（0.118）

－1.449

（0.940）

0.329

（1.233）

2.080***

（0.446）

－1.351***

（0.410）

－0.026

（0.587）

－1.483**

（0.596）

42.132***

（2.611）

6220

0.040

学校适应能力

2.526***

（0.450）

－0.832

（0.577）

0.135*

（0.076）

0.127

（0.110）

－3.575***

（0.881）

0.969

（1.162）

1.147***

（0.418）

－1.141***

（0.384）

1.182**

（0.550）

－1.528***

（0.560）

－41.280***

（2.442）

6220

0.039

情绪调节能力

1.728***

（0.529）

－2.386***

（0.681）

0.828***

（0.089）

0.199

（0.131）

－1.003

（1.040）

1.302

（1.356）

2.096***

（0.493）

－1.836***

（0.454）

0.268

（0.649）

－1.512**

（0.661）

50.283***

（2.886）

6220

0.044

鉴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并非随机分配，单纯依赖多元回归可能因样本选择性与分布差异而

对处理效应产生偏倚，故本研究对多元线性结果进一步实施PSM检验，以在可观测特征上构造

更具可比性的对照组。具体而言，基于Logit模型估计每名学生遭遇重大疾病的概率，并在共同

支持域内采用最近邻、半径与核密度三种匹配算法；匹配后协变量标准化差异均降至10%以下，

伪R2 大幅下降，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观测层面已实现充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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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样本上的平均处理效应（表3）显示，经历学前阶段健康逆境的学生在综合非认知

指数以及自我效能、情绪调节和学校适应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匹配后的对照组。

三种匹配算法均显示出方向一致、且在1%水平显著的平均处理效应。具体而言，经历学前

重大疾病的学生，其自我效能感知在邻近匹配下降4.049分，半径与核匹配降幅分别为3.182

分和3.358分；学校适应能力的损失介于3.485－3.681分之间；而情绪调节能力受冲击最为

明显，降幅达5.894－6.327分，t值的绝对值均超过7.0，表明估计结果高度显著且稳健可靠。

三种算法所得效应量差异极小，说明结果对匹配口径不敏感；与基准OLS的负向结论一致，

进一步确认了早期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显著削弱作用。换言之，PSM提供了有

力的稳健性支撑，进一步证实了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负向影响，并凸

显“学校适应”维度受冲击最为显著。

表3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PSM）

因变量

自我效能感知

学校适应能力

情绪调节能力

匹配方法

邻近匹配（2）

半径匹配（0.01）

核匹配

邻近匹配（2）

半径匹配（0.01）

核匹配

邻近匹配（2）

半径匹配（0.01）

核匹配

平均处理效应

－4.049***

－3.182***

－3.358***

－3.535***

－3.485***

－3.681***

－6.327***

－5.894***

－6.037***

标准误

0.941

0.736

0.731

1.043

0.801

0.794

0.886

0.701

0.695

t 值

－4.30

－4.32

－4.59

－3.39

－4.35

－4.64

－7.14

－8.41

－8.69

（二）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的三步法，表4报告了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学前阶段的重大疾病经历显著重塑了青少年时期的生物健康负担与同伴环境。

具体而言，在健康负担上，学前阶段健康逆境使青少年在初中阶段住院率显著提升了8.05%

（p<0.01）。两组结果表明，早期疾病的生理后遗症与慢性风险持续存在，且主观健康感受与

客观住院记录一致，暗示“残余健康冲击”是影响路径的重要起点。此外，在社会心理通道

上，健康逆境对青少年的同伴上进程度亦呈明显抑制效应（B=-0.069，SE=0.021，p<0.001）。

这一发现印证了理论预期：患病儿童因身体差异、缺勤或社交信心不足，进入学习动机更

弱、支持性更低的同伴网络，从而在班级微社会中处于学业动能不足的位置。换言之，学前

阶段的大病不仅在生理层面留下“延滞效应”，还通过社交排斥与互动失衡将个体推向学业

动机较低的朋辈群体。

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呈正向而对同伴上进的影响呈负向，符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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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感知更佳而学习社交压力更小”的经验规律；出生体重、家庭经济和父母教育期望整

体提升了主观健康与同伴支持，说明家庭与早期资源仍是重要的保护因素。值得注意的

是，学前隔代抚养也显著提高了住院概率并降低健康感，提示养育结构差异可能与健康逆

境形成累积风险。

表4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变量

学前阶段健康逆境

学生性别

出生体重

学前家庭经济

是否上过幼儿园

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程度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家庭经济水平

兄弟姐妹数量

户口类型

学前隔代抚养

是否住院

1.109***

（0.099）

0.130

（0.093）

－0.122

（0.107）

－0.031

（0.083）

0.305***

（0.104）

－0.013

（0.015）

－0.038*

（0.021）

0.164

（0.169）

－0.080

（0.230）

－0.138*

（0.078）

0.024

（0.071）

－0.070

（0.107）

0.300***

（0.102）

自评健康

－0.376***

（0.029）

0.097***

（0.022）

0.088***

（0.026）

0.098***

（0.020）

－0.009

（0.026）

0.010***

（0.003）

0.002

（0.005）

0.013

（0.040）

0.003

（0.052）

0.128***

（0.019）

－0.015

（0.017）

－0.008

（0.025）

－0.044*

（0.025）

同伴上进程度

－0.069***

（0.021）

－0.341***

（0.015）

0.007

（0.019）

0.054***

（0.014）

－0.048***

（0.019）

0.033***

（0.002）

0.013***

（0.004）

0.006

（0.028）

－0.003

（0.037）

0.041***

（0.013）

－0.034***

（0.012）

－0.019

（0.018）

－0.014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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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常量

观测值

调整后的R2

是否住院

－2.078***

（0.464）

6220

0.029

自评健康

3.245***

（0.110）

6220

0.056

同伴上进程度

1.583***

（0.079）

6220

0.121

（三）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机制

运用Bootstrap方法对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抽

样次数为1000次，结果如表5所示：在自我效能感知方面，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自我效

能感知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多重中介机制。其中，总效应为－3.2713（p<0.001），表明学前

阶段经历过重大疾病或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其自我效能感知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境的同龄

人。这一总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与三个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首先，直接效应系数为－

1.7432（p=0.022），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说明即使考虑了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学前阶段健康逆

境仍显著直接降低了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知。其次，自评健康状况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效

应=－1.5280，p<0.001），提示学前阶段的健康逆境通过损害个体的主观健康评价，进一步显著

降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这一路径的显著性说明主观健康感受是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个

体自我信念的重要中介机制。最后，同伴上进程度的间接效应同样显著为负（效应=－

0.2620，p=0.004），揭示学前阶段健康逆境降低了青少年进入积极上进同伴群体的可能性，进

而削弱其通过积极同伴参照所带来的自我效能提升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住院经历路径

未表现出显著的间接效应（效应=－0.0555，p=0.584）。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住院经历本身作

为一种短期事件，对个体长期稳定的自我能力信念影响相对较小。整体来看，自评健康与同

伴环境是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知的重要显著中介，而住院经历则未发挥

显著中介作用。

在学校适应能力方面，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学校适应能力的总效应显著为负（效

应=－3.4578，p<0.001），说明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其在学校环境中的适应性显著

降低。进一步考察中介机制发现，三个中介变量的间接路径表现各异。首先，自评健康状况

的间接效应显著负向（效应=－1.8014，p<0.001），表明主观健康感的降低是学前阶段健康逆境

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能力的重要传导路径；其次，同伴上进程度同样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中介

效应（效应=－0.5517，p=0.003），说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增加了青少年进入低上进、低学习动

机的同伴群体的可能性，这种消极的同伴群体氛围进一步损害了青少年的学校适应能力。最

后，住院经历的间接效应也显著为负（效应=－0.3460，p=0.006），提示频繁住院造成的缺课与

学校环境隔离，直接削弱了青少年在校期间的适应能力与课堂融入感。

在情绪调节能力方面，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总效应同样显著为

负（效应=－5.7288，p<0.001），说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显著降低了青少年情绪调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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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中介路径分析发现，自评健康状况的间接效应显著负向（效应=－2.0790，p<0.001），表

明学前阶段健康逆境所导致的健康状况劣势显著阻碍了青少年对自身情绪的有效控制与

管理；同伴上进程度的间接效应也显著负向（效应=－0.3726，p=0.001），反映出学前阶段健

康逆境导致青少年更易进入消极同伴氛围，进一步削弱了其情绪管理能力；此外，住院经历

的间接效应亦显著为负（效应=－0.5129，p<0.001），说明频繁住院的经历通过持续的生理应

激与心理压力，显著增加了情绪调节困难。这三条路径均显著负向，表明学前阶段健康逆

境在情绪调节维度的负面效应全面且强烈。在三条路径中，自评健康路径的间接效应尤为

突出，占总效应较大比例，体现了健康主观感知对于情绪调节的重要作用。这些发现提示

干预措施应将改善健康感受、提升同伴环境质量、减少住院造成的应激体验，作为提升青少

年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方向。

表5 基于Bootstrap的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我效能

感知

学校适应

能力

中介变量

自评健康

同伴上进

是否住院

自评健康

同伴上进

是否住院

路径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效应值

－3.2713

－1.7432

－1.5280

－3.0354

－2.7733

－0.2620

－3.2520

－3.1965

－0.0555

－3.4578

－1.6564

－1.8014

－3.3565

－2.8048

－0.5517

－3.5510

－3.2049

－0.3460

Bootstrap
标准误

0.7536

0.7609

0.1786

0.7375

0.7293

0.0912

0.6910

0.7011

0.1013

0.7929

0.7940

0.1946

0.8201

0.7914

0.1829

0.7857

0.7977

0.1253

95%置信区间

LLCI

－4.7484

－3.2346

－1.8781

－4.4808

－4.2027

－0.4409

－4.6063

－4.5706

－0.2542

－5.0119

－3.2125

－2.1829

－4.9638

－4.3559

－0.9102

－5.0909

－4.7685

－0.5917

ULCI

－1.7942

－.2519

－.1780

－1.5900

－1.3440

－0.0832

－1.8978

－1.8224

0.1431

－1.9037

－0.1002

－1.4200

－1.7492

－1.2538

－0.1932

－2.0110

－1.6414

－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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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情绪调节

能力

中介变量

自评健康

同伴上进

是否住院

路径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效应值

－5.7288

－3.6498

－2.0790

－5.7192

－5.3465

－0.3726

－5.7924

－5.2795

－0.5129

Bootstrap
标准误

0.6648

0.6522

0.2090

0.7066

0.6931

0.1143

0.6943

0.7021

0.1108

95%置信区间

LLCI

－7.0318

－4.9280

－2.4886

－7.1041

－6.7050

－0.5966

－7.1533

－6.6556

－0.7301

ULCI

－4.4258

－2.3715

－1.6695

－4.3343

－3.9880

－0.1486

－4.4315

－3.9035

－0.2957

五、结论与讨论

儿童在学前阶段遭遇各种健康逆境会增加日后在认知和情绪调整等领域出现困难的风

险。这些影响通常不易直接察觉，属于对未来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的“隐性成本”。本研究基

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全国代表性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倾向得分匹配（PSM）相

结合的方法，进一步通过经典的中介效应三步法揭示了学前阶段的健康逆境如何影响青少年

的非认知能力。本研究发现，第一，学前阶段经历健康逆境的青少年，在自我效能感知、学校

适应能力与情绪调节能力等三项非认知能力指标上均显著低于未经历健康逆境的同龄人。

第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分析确认了上述负向影响的稳健性，三种匹配算法所得的

处理效应均显著为负，且幅度与OLS分析结果高度一致，证实了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对青少年

非认知能力具有强烈的负向因果效应。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青少年住院

经历与同伴上进程度三个中介变量在健康逆境与非认知能力之间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

用。具体来说，自评健康路径在这三个非认知维度中均表现出更为强烈且稳定的中介作用，

相比较来说，同伴上进程度的中介效应在三个维度上均相对较小，而住院经历路径则主要对

学校适应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发挥显著负向作用，且整体效应也明显弱于自评健康状况。

在学理层面，上述发现丰富了生命历程健康发展模型［51］与社会认知理论［52］的整合视角，

尤其是本土化验证了学前阶段健康逆境在中国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中的生物—心理—社

会交互机制，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实现了有益对话［53－55］。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住院

经历对青少年的学校适应与情绪调节能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中介效应，但对自我效能感知未

显现显著效应。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三种非认知能力在敏感性上的不同。学校适应和情绪调

节更易受短期医疗应激的影响，例如住院所导致的学习活动中断、社会交往减少及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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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显著削弱青少年在学校中的融入感与情绪稳定性。然而，自我效能是一种长期积累形成

的稳定心理特质，主要通过长期掌握经验、替代经验与社会说服途径发展而成。短期医疗应

激虽可能影响即时情绪，但不一定会持久性地改变个体对自身能力的深层信念。上述发现符

合艾瑟（Eiser）和莫尔斯（Morse）所提出的长期慢性病患者虽然短期适应和情绪管理受损，但

长期自我信念评价仍相对稳固的理论预期［56］。在实践层面，上述发现具有以下政策意蕴：第

一，应重视学前阶段的健康筛查与干预工作，通过强化社区医疗与幼儿园卫生保健的联动，降

低健康逆境的长期生物延滞效应；第二，加强对经常住院儿童的教育支持和心理辅导机制，提

供个性化的学业与心理补偿方案，防止住院经历引发的长期适应性困扰；第三，加强幼儿园和

小学的同伴支持网络建设，鼓励高质量的同伴互动与积极的班级氛围建设，以缓解同伴交往

障碍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的空间：一是受限于数据横截面特性，本研究未能对个体

长期轨迹进行完整追踪，未来研究可考虑利用纵向追踪数据进一步探讨健康逆境的长期动态效

应；二是本研究未充分考虑健康逆境类型与严重程度的异质性差异，后续研究应结合具体疾病

诊断数据更精细地考察不同类型健康逆境的特异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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